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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自身伦理困境的认知与伦理选择，代表着记忆伦理复归对民族身份的重

塑。此外，可靠叙述中的隐含作者声音既代表了贝娄作为第二代美国犹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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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拉罗莎暗道》（The Bellarosa Connection, 1989）是第二代美国犹太

作家索尔·贝娄（Saul Bellow）晚期创作生涯中一部重要的中篇小说，作为

1989 年到 1991 年间典型的四部大屠杀小说之一，代表了“二十世纪末期对

大屠杀的回应”（Bach 78）。然而，与贝娄的代表性长篇小说相比，《贝拉

罗莎暗道》在学界引发的关注相对较少，且主要聚焦于大屠杀主题、创伤主

题、记忆书写、身份建构以及叙事视角等层面。以上研究多数集中于小说的

两位主人公——大屠杀幸存者方斯坦及其妻子索莱拉，对故事的无名叙述者

“我”虽也有分析，但整体较少。然而事实上，无名叙述者“我”是《贝拉

罗莎暗道》中的关键人物，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无名叙述者“我”并

非大屠杀的亲历者，“我”对大屠杀记忆的转述折射出大屠杀记忆的代际传

递问题，这涉及犹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身份问题”（Weatherford 77）。如

果仅仅聚焦于呈现大屠杀亲历者方斯坦的记忆，并不足以完整表达贝娄对族

群历史延续与犹太身份认同的思考，也与贝娄此前创作的《赛穆勒先生的行星》

（Mr. Sammler’s Planet, 1970）等作品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区别。其次，无名叙

述者“我”是一个经历了转变与成长的人物 1，“我”成长的标志为做出了正

确的伦理选择，从漠视大屠杀记忆到决心传承大屠杀记忆，重构了民族身份。以

上两点已有学者论及，然而，关于贝娄是如何巧妙地通过叙事呈现自身对大

屠杀记忆传承的伦理思考的，仍然缺乏具体而深入的论述。事实上，贝娄通

过无名叙述者“我”的叙述可靠性与真实读者进行了间接交流，引领读者对

大屠杀记忆传承问题进行伦理思考，提供了一个将作者的伦理意图融入叙事

技巧的经典范例。

无名叙述者“我”的叙述有两大特点。第一，“我”的叙述可靠性存

在明显问题，虽以不可靠叙述为主，但在大量的不可靠叙述中又偶有只字片

语的可靠叙述出现。这一问题的出现本质上是因为“我”的叙述中掺杂着两

1   参见 张军：“建构历史轴线——索尔·贝娄成长小说《贝拉罗莎暗道》中的引路人研

究”，《当代外国文学》2（20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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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声音，即成长之前的声音与成长之后的声音，而在“我”成长之前的不可

靠叙述中又存在着疏远型不可靠叙述与契约型不可靠叙述，二者夹杂，使

得“我”的叙述可靠性更具迷惑性，对读者进行伦理思考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第二，“我”的叙述看似零散繁乱，时间跨度大、涉及众多人物、事

件，却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记忆”。索尔·贝娄通过引入无名叙述者

“我”，试图讨论的问题是：未经历过大屠杀的美国犹太移民有义务记住大

屠杀吗？而这一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关乎记忆伦理的问题。

记忆伦理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更需要记忆的忠诚”（阿

维夏伊·玛格丽特 10），主要涉及“谁在记忆”“记忆什么”“如何记忆”以

及“如何表述记忆”（梅丽 109）等具体问题。记忆的伦理功能在于通过共同

记忆把具有浓厚关系的人结合在一起，诸如父母、朋友、爱人、同胞等。因此，“记

忆共同体是浓厚关系和伦理的栖息地。依靠这种粘合浓厚关系的核心功能，记

忆成为指涉伦理的事业，指导我们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浓厚关系”（阿维

夏伊 · 玛格丽特 8）。在《贝拉罗莎暗道》中，记忆伦理涉及的问题主要是没

有经历过大屠杀的美国犹太移民应如何对待大屠杀的创伤记忆。

在文本中，贝娄以未经历过大屠杀的无名叙述者“我”的视角讲述大屠

杀幸存者的经历，呈现出部分美国犹太移民从忽视大屠杀记忆到选择传承大

屠杀记忆而重构民族身份的历程，彰显出贝娄对记忆伦理的思考。“文学是

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伦理表达形式”（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189）。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切入文本，审视记忆伦理对于叙

述者伦理困境与伦理选择的作用和意义，可以看出作者贝娄“鲜明的伦理取

位是实现这一伦理写作的关键所在”（王卓，“‘不伦之恋’的伦理维度” 
70）。叙述者由于记忆伦理失范导致民族身份危机，主要通过不可靠叙述呈

现。叙述者从不可靠叙述到可靠叙述的转变体现了叙述者对自身伦理困境的

认知与伦理选择，即认识到记忆伦理失范的严重后果，选择传承大屠杀记忆，重

构犹太身份认同，代表着记忆伦理复归对民族身份的重塑。此外，可靠叙述

中的隐含作者声音既代表了贝娄本人作为第二代美国犹太作家在大屠杀书写

这一重要问题上的伦理选择，也在某种程度上引领了美国犹太文学的发展

方向。

一、记忆伦理失范与民族身份危机

小说中，无名叙述者“我”是一个生于美国、长于美国的美国犹太

人。不同于第一代从家乡来到美国的犹太移民，“我”的美国身份认同更胜

于犹太身份认同。作为大屠杀的非亲历者，“我”对大屠杀幸存者方斯坦的

大屠杀记忆持怀疑、排斥甚至是否定的态度。然而，大屠杀记忆作为犹太民

族的集体创伤记忆，已经成为犹太民族身份建构的重要部分。在小说中，贝

娄通过“我”的不可靠叙述呈现了记忆伦理失范导致的民族身份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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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者的叙述是否可靠主要取决于“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范式（即隐

含作者的范式）”（Booth 158-159）是否保持一致。根据“事实/事件轴”“知

识/感知轴”“价值/判断轴”三条轴线，不可靠叙述主要分为六种亚类型：“错

误的报道”、“错误的解读”、“错误的判断”、“不充分的报道”、“不

充分的解读”、“不充分的判断”（Phelan 51）。不可靠叙述能够“反映出

叙述者的思维特征，因此对揭示叙述者的性格和塑造叙述者的形象有着重要

作用”（申丹 134）。通过不可靠叙述所反映的“我”的思维特征中存在的问

题，贝娄成功塑造了一个历史意识缺失，进而在主流社会同化中失去犹太身

份认同的美国犹太移民形象。

在“事实 / 事件轴”上，无名叙述者“我”的讲述颇具迷惑性。在故事

的开篇，无名叙述者首先强调了自己“费城记忆力训练学院的创始人”（175）1

的身份。此外，“我”还通过许多细节来炫耀自己的记忆力，比如“我”能

在多年后清晰地记得和索莱拉首次见面时她的装扮，记得五十年前小学二年

级老师的名字。然而，作为记忆专家的“我”却未能在“事实 / 事件轴”上

成为一位可靠的叙述者。“我”成长之后的反思性声音却主动承认了自己无

法在方斯坦夫妇的事件中把握真正的现实，即在“事实/事件轴”上形成了“不

充分的报道”，其原因在于“我”的认知能力有限，即在“知识 /感知轴”层

面出现了问题。

在“知识 /感知轴”层面，“我”的错误的解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

一，“我”无法理解并不愿接受幸存者的大屠杀记忆。“我”用“历险史”“好

莱坞的连续剧”（184）形容方斯坦的幸存经历，用“荒诞玄学、荒诞主义、达

达主义、超现实主义”（198）将索莱拉关于集中营的讲述荒诞化，称其为“大

规模狂想”（198）。第二，“我”更无法理解他人对于大屠杀历史的关注。“我”的

父亲尤为关注大屠杀这一犹太历史上的深重灾难，所以特别提出要见一见方

斯坦，了解他的幸存经历。而父亲对大屠杀历史的关注在“我”的叙述中变

成了“对难民故事很着迷”（178）。另外，成长之前的“我”始终以嘲讽的

态度对待索莱拉的大屠杀研究，狭隘地认为“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她的

丈夫”（198），无法认识到铭记这一重大灾难的伦理道德意义及其对于犹太

历史、犹太民族身份认同的意义。不难发现，我在“知识 / 感知轴”层面出

现的问题根源仍然在于“价值 /判断轴”。

在“价值/判断轴”层面，“我”在历史记忆与民族身份两方面出现了

严重偏差，形成了“错误的判断”。在历史记忆方面，“我”以满不在乎的

口吻宣称自己毫不理解大屠杀的滔天罪行，认为“这种对历史的沉思并不能

解决任何问题”（194）。“我”无法在大屠杀历史中找到共鸣与认同，甚至

1   本文有关《贝拉罗莎暗道》的引文均来自 索尔·贝娄，“贝拉罗莎暗道”，《索

尔·贝娄全集（第12卷）偷窃 真情 贝拉罗莎暗道》，段惟本、主万译（石家庄：河北教

育出版社，2002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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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否定了历史与记忆的价值。共同的历史记忆往往是族群身份构建的核心

要素，因此“我”在民族身份定位方面必然存在问题。“我”认为自己“在

文明史上是人类类型中的新型”（180），并认为方斯坦应该忘记自己的悲惨

遭遇，接受美国同化，“做个地道的美国人。好好做生意”（198）。总而言

之，“我”更认同自己的美国身份，忽略甚至拒绝接受自己的犹太身份。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贝娄不仅以疏远型不可靠叙述展现出记忆伦理失

范所导致的民族身份危机，同时以契约型不可靠叙述进一步深化读者对记忆

伦理失范的伦理反思。“我”的不可靠叙述大多属于疏远型不可靠叙述，即

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对叙述者的报道、阐释和判断产生质疑，进而疏远叙述

者。同时，“我”的叙述中也存在少量契约型不可靠叙述，其中“包括了

隐含作者——因此也是作者的读者——所认同的交际信息”（费伦 尚必武 

295）。《贝拉罗莎暗道》中的契约型不可靠叙述属于费伦所划分的第五种亚

类型，即“对正常范式的部分接近”（费伦 尚必武 299）。无名叙述者“我”成

长之前的声音在自我辩护中间接承认了自己拒绝大屠杀记忆的原因之一为不

敢直面大屠杀的暴行：“那帮人先是把你杀害了，然后又迫使你去思考他们

的罪行。要我去想，我会透不过气来的。在原先的 ‘选择’、煤气室屠杀、火

化尸体之上再加上迫使你去寻找原因简直可怕之极”（198）。贝娄有意通过

契约型不可靠叙述提示读者，“我”对大屠杀记忆的否认是记忆伦理失范的

结果，是对自身伦理责任的逃避。

二、记忆伦理的复归与“我”的伦理困境及伦理选择

小说中，“我”由于记忆伦理失范导致了民族身份危机，而以记忆伦理

引领“我”意识到我的伦理困境，最终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的正是方斯坦夫

妇。尽管一开始“我”对索莱拉关于大屠杀的研究并不感兴趣，时不时打断

她的话，直言“我不想听”（198），但随着叙事进程的推进，“我”认可

了索莱拉潜移默化的引领作用，最终承认索莱拉的讲述“克服了我的抵抗情

绪”（197），在聆听过程中，“我不禁被引导去思考一些问题”（198）。方

斯坦坚持与救命恩人比利·罗斯见面表达感激，与妻子一同参观耶路撒冷的

种种行为，都在以实际行动强化着“我”的历史记忆。换言之，方斯坦夫妇

始终在以各种方法帮助“我”实现记忆伦理的复归。

在追溯方斯坦夫妇故事的过程中，“我”梦见自己长时间被困于一个洞

中，并且意识到这个洞是一个对“我”很了解的人有意挖成的。“我”被困

的洞象征着“我”对自身伦理困境的认识。最终，以另外一个成长之后的“反

思性声音”主动对“我”之前的一系列不可靠叙述“进行了一场有关伦理和

道德的自我审判”（武跃速 蒋承勇 7），最终纠正了自己在历史记忆与身份

认同方面的错误报道、认知与判断，做出了正确的伦理选择，通过记忆伦理

的复归实现了民族身份的重构，具体表现为“我”的疏远型不可靠叙述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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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轴线上均转变为可靠叙述。

首先，在“事实 /事件轴”层面，“我”承认了自己在方斯坦夫妇事件中

把握事实的局限性，这表明“我”认识到自身在“知识 /感知轴”上的存在的

问题，在“知识 /感知轴”上，“我”意识到了自己在感知大屠杀历史方面存

在的严重问题，反思了自己长期切割民族历史的行为：“我发现长期以来我在

四周竖起盾牌不让难以忍受的想象侵入——不，不是想象，而是承认——对谋

杀的承认，对有人热衷于酷刑的承认，对野蛮行为是一种基础低音的承认，而

没有这基础低音人类音乐便无法演奏”（249）。“我”意识到幸存者的意义

在于提醒世人灾难的真实存在，正如布鲁姆所言：“在过去一个世纪的磨难中，幸

存的概念可能是我们最需要的”（Bloom 127）。“我”也理解了索莱拉与父

亲对犹太历史的关注的重要意义，即“还原大屠杀历史真相，并期望犹太人谨

记民族历史，培养历史意识”（张军 54）。

在“知识/感知轴”上的纠正最终使我认识到了自己在“价值/判断轴”上

的问题。首先，在历史记忆方面，方斯坦在集中营中的苦难经历以及索莱拉

对大屠杀的关注潜移默化地让“我”重温了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帮助“我”认

识到记忆的重要意义：“如果睡眠是忘却，忘却也就是睡眠，而睡眠与意识

之间的关系等于死亡与生命的关系”（259）。方斯坦夫妇去世的噩耗令我“我”意

识到传承大屠杀记忆的紧迫性，“我”最终认可了索莱拉对大屠杀的观点，即

“我们有特殊责任来正视它”（225），感到“犹太历史的闪光小点正在向我

逼近”（231）。

其次，对民族历史的承认帮助“我”重构了民族身份。在身份定位方

面，“我”成长后的反思性声音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危机，即 “我并非我心目

中的我”（247），“作为一个新大陆的后裔是要付出代价的”（248）。此

外，“我”在谈及贝拉罗莎暗道创始人时评论称，作为商业大亨的比利虽然

看上去奢侈轻浮，但是“流淌的主流却是他的犹太民族性”（185），“我”开

始逐渐认可犹太身份与犹太民族性，而并非如从前般简单地执着于维护自己

的美国身份。无名叙述者“我”的叙述从不可靠到可靠的转变体现了“我”的

成长，即“我”在伦理层面的认知发展。“我”的可靠叙述代表着记忆伦理

的复归，“我”在记忆伦理的影响下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历史意识缺

失与身份定位的错误，并通过伦理选择“获得了伦理意识”（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386），从伦理上解决了

自己的身份问题，即作为非亲历者决定铭记并传承幸存者的大屠杀记忆，进

而实现犹太寻根，强化自己的犹太身份。

此时，与一开始“我”对方斯坦的故事所做出的缺乏感情、充满嘲讽的

回应相比，“我”已经向贝娄的伦理观念上迈进了一大步。此时，作者的读

者开始在伦理上走近无名叙述者，成长小说的伦理教诲功能得以彰显。文学

作品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的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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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

德经验。1贝娄恰恰是通过叙述者的可靠叙述呈现出记忆伦理复归的重要意

义，同时实现了自己的伦理意图，即引领美国犹太移民承担历史责任，传承

大屠杀记忆，重构犹太身份。

三、贝娄的伦理选择与美国犹太文学的发展

小说中的叙述者“我”并非贝娄本人，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可以代表贝娄

所属的第二代犹太裔美国群体。他们未曾亲身经历过大屠杀，并在美国主流

社会的同化中几乎丧失了族群归属感与犹太身份认同。贝娄正是意识到了这

一问题，才选择了无名叙述者“我”对方斯坦的故事进行转述。同时，贝娄

作为隐含作者的声音在“我”的可靠叙述中时隐时现，比如“我”成长之后

对于大屠杀的承认，对于比利“犹太民族性”（185）的肯定都带有隐含作者

的影子，此时，“叙述者的伦理取位以及隐含作者的伦理取位是相互联系的”（尚

必武 104）。隐含作者借叙述者之口表达了对种族历史和族群命运的深切关

怀。在小说结尾，贝娄更是直接借叙述者之口，明确表明自己要承担起记录

“贝拉罗莎暗道”的责任。成长后的“我”发现美国犹太移民中普遍存在着

历史意识缺失、身份定位模糊的问题，比如看管方斯坦夫妇房屋的年轻人对

犹太历史毫不在意，甚至取笑“我”的犹太情感。所以最终“我”决定承担

起大屠杀历史传承的责任，“把我记得的一切有关贝拉罗莎关系网的事记录

下来”（259），去影响与改变犹太移民群体中记忆伦理失范的现象。

此时，叙述者的声音与隐含作者的声音完全合二为一，叙述者的伦理选

择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贝娄作为第二代美国犹太作家在大屠杀书写问题上的伦理

选择。1990 年，贝娄在接受采访时谈及对自身文学创作的反思，坦言并不认

为准备写作《奥吉·马奇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 1953）时自

己已经成熟，因为当时“许多东西我还未能吸收，〔……〕大屠杀就是其中之

一”（“半生尘缘”387）。贝娄自述前期的写作更多集中于自己的美国生活，直

到去了一次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才充分意识到那场浩劫的分量”（“半生

尘缘” 387）。贝娄在采访中特意提及了《贝拉罗莎暗道》，承认自己一直“没

有注意到一些大事的重要意义”，认为“直到《贝拉罗莎暗道》以前，我一直

没有做到”，并明确表示自己应该“履行几项被忽视的使命了”（“半生尘缘” 
388）。因此，在《贝拉罗莎暗道》的创作中，贝娄鲜明的伦理取位使无名叙

述者“我”的可靠叙述“带有一种明确的责任感”（王卓，《黑色维纳斯的诗

艺人生与世界观照》 434），以负责任的伦理写作态度和方式 2 承担起了传承民

族历史、重构犹太身份的使命。乔国强认为，这篇小说为贝娄“发展中的犹太

性矗立了一块醒目的界碑”（89）。此后，贝娄的创作发生了重要转折，即从

1   参见 聂珍钊：“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文学跨学科研究》4（2022）：563-568。
2   参见 王卓：《黑色维纳斯的诗艺人生与世界观照：丽塔·达夫研究》，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22 年，第 4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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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所谓“普世意义”到对自己民族特别是对“二战”犹太幸存者和犹太移民

美国化问题的关注。

贝娄的伦理选择不仅代表了自身的创作成长，也引领了第三代美国犹太作

家的创作方向。纵观美国犹太文学的发展，美国犹太作家的代际划分主要依据

作家所处的年代及其创作主题。第一代美国犹太作家生活在移民初期，其作品

以坚守传统为主题。贝娄则是第二代美国犹太作家的典型代表，其写作主题大

多涉及犹太移民在美国的同化过程，其作品中“美国主体文化思想的特性往往

比犹太文化思想的特性表现得更加显著”（曾令富 130）。从上世纪八十年代

起，第三代美国犹太作家崛起，他们致力于“重新寻找和恢复自己的种族文化，以

取得群体感和认同感的立足点”（曾令富 135）。在第三代美国犹太作家比如

迈克尔·夏邦（Michael Chabon）、纳森·英格兰德（Nathan Englander）等人

的作品中，读者可以看到第三代美国犹太作家不再专注于同化主题，不再对犹

太身份、犹太性等问题避而不谈，而是关注自身文化传统，积极建构自己的犹

太身份。比如，迈克尔·夏邦的“多数作品仍然是以犹太人为主人公，探讨的

核心问题之一也依然是犹太民族的身份”（李锋 5），纳森·英格兰德的短篇

小说《帕克大街的灵魂转世》（“The Gilgul of Park Avenue”, 2000）中的“转世”意

味着离开美国主流文化，回归犹太传统。

可见，《贝拉罗莎暗道》中无名叙述者“我”的叙述可靠性转变既代表

了贝娄本人的伦理选择，表现为贝娄的创作成长，某种程度上也引领了犹太

文学的发展。与此同时，第三代作家的作品也反映了回归犹太性这一过程中

的痛苦挣扎，体现了当代美国犹太移民面临的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之间

的裂痕，这意味着贝娄对于大屠杀记忆与犹太身份认同的伦理思考在今天对

于当代美国犹太移民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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